
艾滋病研究给社会学提出的新问题

潘　绥　铭

　　Abstract:AIDS HIV is already a problem in current China.It suggests some new angles of

view for sociological studies.1.We shoul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 of sexual

relation such as “premarital” ,“extramarital” , “non-marital” and “remarried” into “single-part-

ner sex” and “multi-partners sex” .2.Every sociological theory should be tested by studying the

detailed human behavior such as condom use , rather than use another one when a theory meets

problems to explain detailed behavior.3.Could people be organized by their social network ? If

they could act socially as a whole substance ,what are its differences with the traditional terms

of class , stratum and group ? 4.Promoted by surveying secret HIV risk behavior , sociological

method should be developed higher and higher from “questing” to “proving” , and to then “su-

pervising determining” .

　　艾滋病在世界上已经肆虐多年 ,在中国也已进入快速增长期。① 因此近年来 ,从国际到国

内 ,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病学的课题 ,越来越呼吁社会学的参与 。

我国的社会学界也已经有所行动。②

但是 ,艾滋病给社会学界带来的 ,不仅仅是“搭乘艾滋病列车”③ 的机会 ,更是对许多既存

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挑战 。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些新的视角 ,首先地和主要地还不是为

了参与防病工作 ,而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学科。

　　1.个体究竟是怎样被组织起来而存在于社会和参与社会的?

国际上在研究艾滋病问题的过程中 ,最初把具有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者的计量单位

称为“个人”(person)或者“人群”(people),后来又称为“群体”(group),再后来又称为“人口”

(population)。现在则是怎么称呼的都有。这里面当然有对于人数增长的考虑 ,有避免歧视的

考虑 ,有对传播途径构成的变化的考虑 ,但是也反映出 ,研究者们对于这些人是不是形成了社

会组织 ,怎样被组织起来的 ,一直认识不清或者莫衷一是。

其结果是 ,多年来防病工作的具体方针也总是摇摆不定或者各行其是。相信“高危行为

者”并不存在社会组织的人 ,往往强调“人人预防 ,一个都不能少”(其中又更加强调青少年);可

是认为社会组织已经形成的人 ,却更愿意针对吸毒者和多性伴侣者(其中又集中指向性产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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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
③ 国际上对预防艾滋病的资金投入 ,其大无比(仅就笔者所知 ,最近 5年里已经或者将要投入中国的总经费就超过
3000万美元)。因此许多其他学科的 、原来“事不关己 ,高高挂起”的人都认为 ,只要与艾滋病挂钩 ,就可以获得空前
数额的资助 ,故而戏称为“搭乘艾滋病列车” 。

从 1990年起 ,卫生部就一直邀请社会学家参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。到 2001年初 ,社会学界组织的专门研讨会已经
举行了。

进入“快速增长期”是许多预防艾滋病专家的判断 ,另一些专家则称为“持续增长” 、“迅速蔓延”等。此处恕不详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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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者和同性性行为者)。

可惜 ,既存的 、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组织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成果 ,并不能完全给预防艾

滋病工作解惑 ,甚至很难发现上述两种防病方针是不是有遗漏或者偏颇。直到 1994年 , “性的

社会网络理论”才出现。它认为:具有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们 ,实际上是被他们的人际性行

为给网络化地组织起来了 。也就是说 ,我和我的性伴侣(们)的性伴侣(们),虽然素昧平生而且

老死不相往来 ,但是我们所有人客观上都是存在于同一个几何增大的“性的网状实体”之中

(Laumann et al , 1994)。如果在任意两个网状实体之间 ,有某个人与双方都有性关系 ,那么这两

个“网体”就被联接起来 ,形成更大的“网体” 。这样的联接者也就被称为“桥梁人群”(bridge

population)。如果没有他们 ,艾滋病不会自己跑到其他人群里面去。因此 ,他们才是防病工作

的重点对象(Aral ,2000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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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社会网络示意图

从这个示意图里可以看出 ,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至少 3个新问题:

首先 ,各种社会因素与个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,也许并不是均衡地在社会与每个个体之

间直接地和直线地往复运动;并不像通常所形容的大海与每一滴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。更

加可能的情况是:相互作用首先发生在某些社会因素与某些个体之间 ,然后再通过这些个体与

其他个体之间所结成的关系 ,逐次地作用于其他个体 ,乃至可能最终弥散到整个社会网络之

中。反过来也一样。某些个体的行为可能并不是直接地和首先地去影响社会 ,而是由于不断

地作用于与之结成关系的其他个体 ,直至影响了社会网络的相当大的面积 ,才能最终作用于社

会因素。

艾滋病问题中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:在西方 ,尽管社会对于使用安全套的宣传如同水银泄

地 ,似乎均衡地作用于每个个体 ,但是只有当“高危人群”中的某些个体首先开始使用 ,而且劝

说其性伴侣也使用之后 ,才提高了整个人群的使用率 ,而且花费了 5年左右的时间 。这时 ,也

只有到这时 , “高危人群”对于社会的反作用(例如反对恐慌式歧视等)才能够得以实现。

其次 ,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里 ,社会性别的视角得以鲜明地突出 。从上面的示意图里不难

看出:由于女性的性伴侣人数普遍少于男性 ,因此她们更多地是处于性网络的边缘 ,而不是中

心 ,也更少成为“桥梁人” 。也就是说 ,如果艾滋病在某个性网络中传播开来 ,或者从另外一个

网络传播进来 ,那么女性就会更多地成为被动的“终端受害者” 。如果再把母婴传播考虑进来 ,

那么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就是双重的 。

从这个视角去看待“性服务小姐”就会发现:虽然表面上她们的性伴侣无比之多 ,似乎是传

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 ,但实际上她们也同其他女性差不多 ,也是处于性网络的次终端上 ,也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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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能够成为“桥梁人群” 。这才是她们真正的“社会属性”。通俗地说 ,如果每个嫖客都对她们

专一 ,那么艾滋病就不可能跑出性产业参与者这个圈子 。

这种现实 ,不能仅仅用“男人更花心”来解释。它表明: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不仅仅是

“也反映在性方面” ,更可能根本就是从性领域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。在性的社会网络中 ,一个

男人控制了多个女人的性生活 ,也就控制了她们的生与育 ,控制了她们一生中最多的活动和最

大的价值。这样的男人多到一定程度 ,整个网络就变成以男性为中心了。这样的网络多起来

而且联结起来以后 ,各种为之服务的社会设置也就应运而生 ,疏而不漏 、根深蒂固了 。

第三 ,在解释个体行为方面 ,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有 3段通俗的表达:1.跟不同的人做爱 ,会

有不同的方式;2.当你跟第二个人做爱的时候 ,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;3.“性”不是你自己的 ,

也不是你们两人的。反而是一做爱 ,你们就“上网”了。

这些似乎是纯粹性学的认识 ,其实原本就是来源于一般社会学的 ,只不过使用了更刺激的

例证 ,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。

总而言之 ,上述这些新视角都在提示我们:在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中 ,是不是也可能存在

类似的情况?如果仅仅由于诸多个体之间的某种相互行为 ,而不是由于所谓的“社会决定” ,这

些个体就组成了上述“性网络”那样的“网体” ,并且以这样的“网体”存在于社会和参与社会;那

么这种“网体”与我们所习惯使用的阶层 、群体等概念之间 ,究竟有哪些异同 、互动与结构 ?也

许 ,以往我们所重视的 、据以划分阶层或者群体的 、个体所拥有的各种社会特征 ,其实只不过是

他们在互相“结网”时的识别标签。一旦“结网”成功 ,他们其实就开始以“网体”为单位而存在

而发生意义 ,那原来的标签(社会特征)反而被弱化或者变化了。果真如此的话 ,那么各个“网

体”之间的“桥梁人群”又是什么样的人 ?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“搭桥铺路” ……

总之一句话:除了“物以类聚 ,人以群分”之外 ,人们能不能“结网而生” ?或者说:社会网络

究竟是一个人的工具 ,还是诸多个体的共同载体?在我们这样一个“出门靠朋友”的 、“关系网”

已经成为致富的首要资本的公领域 ,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整个中国社会 。

　　2.对于婚姻的划分标准和概念体系 ,需要增加“性”的视角

以往 ,即使我们并不专门研究婚姻问题 ,可是一旦涉及 ,我们仍然普遍地和习惯地使用着

两个方面的最基本的划分标准及其概念体系 。

第一个方面是对于婚姻状况的分类 。我们习惯于使用独身 、未婚同居 、初婚 、再婚 、多次

婚 、离婚 、丧偶这样一系列似乎是基于个体生命历程实况的划分标准 。第二个方面是用来判定

性关系的道德性质的划分标准:婚内性关系 、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 ,或者更加简化为:婚姻

性关系和非婚性关系 。

我国社会学大体上一直沿用这种“以婚姻为基础 、以道德为准绳”的概念体系 ,很少研究它

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真实性与学术合理性。我们常常是先依据概念去标定社会现象 ,然后再

去调查和解释 ,结果研究出了许多与政府统计数字保持一致的成果。这既是一种“法条盲从” ,

也是一种“假数真算” ,还是一种“精神自杀” 。同时 ,由于这些概念往往被其他人大面积地引

用 ,结果很多中国人仍然以为艾滋病的传播也是“以婚为界” 。①

其实就性传播而言 ,艾滋病是十足的“文盲加法盲” 。它既不承认我们的这些概念划分 ,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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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例如 ,某份在北京各大学里广为散发的宣传材料 ,就堂而皇之地把“婚前同居”列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之一;而一些
婚姻社会学的专家却从来没有想到过:再婚也可能传播艾滋病。



不尊重婚姻。它只看一个事实:你是与单个人有过性关系 ,还是与多个人有过? 与单个人就不

会性传播;与多人 ,则人数越多性传播的可能越大 。也就是说 ,哪怕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再婚 ,

性传播的可能也仍然大于虽然“越轨”但是只与单个人的未婚同居。同样 ,虽然“越轨”但是只

与单个人的婚外性关系 ,性传播的可能也仍然小于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多次结婚 。

艾滋病还有一个可能相当漫长的潜伏期 。因此 ,与单人还是与多人这个问题 ,就不仅仅是

“婚姻状况”所指的 、现在进行时意义上的“有没有”的问题 ,而是“婚史”所指的 、现在完成时意

义上的“有过没有过”的问题。也就是说 ,如果曾经与多人有过性关系 ,那么现在的离婚和丧偶

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成为对付艾滋病的挡箭牌。

因此 ,社会学对于婚姻相关问题的认识 ,应该在艾滋病时代里增加新的“性”的视角了 。

首先 ,我们应该按照实体存在的性关系(而不是社会设定的合法婚姻)的概念和逻辑发展

路线 ,建立“性伴侣”这个基础的与核心的概念 ———无论是否处于婚姻之中 ,无论是否合法 ,只

要有过性生活 ,双方就互为“性伴侣” 。这并非是要另起炉灶 ,而是要扩展我们的视角 。例如 ,

针对长期以来道德争论多而学术研究少的“婚外恋”现象 ,我们如果去研究一下社会是如何把

“性伴侣”与“配偶”加以角色化和对立化的 ,当事人又是如何内化或者叛逆的 ,相信会有所裨

益。进而 ,如果把这两个角色排列组合一下 ,也许我们就可以更宽广更深入地认识从“性交易”

到“包二奶” , “傍大款”到“无性夫妻”这样一种系列现象 ,探讨其中的社会意义 、功能与运行机

制。再往前 ,如果我们充分强调了蕴含在“性伴侣”这个概念中的社会性别因子 ,就可以在涉及

同性恋等处于少数地位的性关系时 ,绕过使用“婚姻”这个概念所产生的尴尬 ,得出新的认识。

其次 ,我们应该建立“单一性伴侣关系”与“多个性伴侣关系”这样的划分标准;而不是以往

的“惟婚划界”。如是 ,我们才能发现非常多的非婚同居实际上与婚姻并无区别 。才能使用关

于婚姻的一般理论去解释它们 ,而不至于另外发明出一些奇谈怪论 。如是 ,我们才能明白“一

夫一妻制”这个惯用词汇在社会现实中的荒谬;① 才能解释“性-爱情-婚姻”这个实体存在

系统的社会化 、社会运行与历史命运。

　　3.应该用个体的细小社会行为对理论进行证伪

按照经济学的“理性选择”理论 ,人总是在权衡了投入与产出之后才行动的 。社会学则认

为 ,原因远比这复杂和广阔得多。我们拥有文化脚本 、社会结构 、交换 、互动等一大批成熟的理

论。可是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却总是遇到一些“小”问题 。例如 ,国际上在推广“百分之百使用安

全套(避孕套)”时 ,总是有些人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,而且确实可以归结为种种小概率的 、离散

的 、细微的主客观原因 ,诸如安全套的包装打不开 、时间来不及等等。那么 ,社会学认为这些

“小事”是不是社会行为 ,应该不应该 、能不能运用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呢? 尽管社会学不想也

不能解释个体的 100%的细小的社会行为 ,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去提高“解释率”的托辞 。

反过来看 ,更重要的是艾滋病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新视角:尽管社会学不一定非要深化

和细化到行为学的地步 ,但是我们的一切宏大理论 ,都应该在个体的细小行为中进行证伪 ,否

则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。例如:某个防病意识极强的人 ,如果仅仅由于打不开而不使用安全

套 ,那么文化脚本理论就必须补充或者修改 ,至少也应该把文化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加上诸多

的 、甚至是繁琐的前提条件;再如 ,无论我们运用哪种理论来解释性伴侣的行为 ,如果他们仅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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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夫或妻 ,必法定者方可称之。若某人有多个性伴侣 ,但其中的法定的夫或妻却只有一个;另一人有性伴侣无数, 却
连一个法定的夫或妻也没有。他们违背“一夫一妻制”乎 ?



由于来不及而不使用安全套 ,那么我们所运用的那种理论就不得不在解释这种“例外”的过程

中修正自己 ,而不应该靠马上换用另外一种理论来回避挑战 。

总之 ,理论虽然常常在阐述着行为是什么 ,但是许许多多细小的社会行为却可以说明理论

不是什么 ,至少也是不适用于什么 。这对发展我们的理论实在是大好事。

　　4.在实证方法上 ,艾滋病推了我们一把

众所周知 ,艾滋病的性传播和吸毒传播都极度隐秘 。尽管任何一本社会学教科书里都列

举了齐全的社会调查方法 ,但是防病工作仍然觉得不解渴 ,仍然在向我们呼唤着:方法 ,具体

的 、可操作的方法!

对社会学来说 ,这恐怕还是一个视角的问题 。一方面 ,我们常常只是把各种调查方法并

列 ,至多提倡“相结合” ;另一方面 ,我们又常常陷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争的思路里。

其实 ,要想实证地了解人的社会行为 ,恐怕只有 3种方法:第一是“监测” ,就是几乎一切自

然科学所采用的那种方法论原则:通过实地的查验和计量来发现和确认行为;第二种方法是

“证实” ,就是司法界所采用的那种方法:使用证据来证明行为 ,哪怕没有现场监测也可以;第三

种方法是“询问” ,就是我们社会学最经常使用的方法:依据被调查者的主诉来确定行为。

无疑 ,这 3种方法绝不是并列的 ,它们本身的真实程度就在递减 ,而不在于收集到的资料

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 。即便使用了最好的量化问卷 ,只要采取的是第二种(证实)或第三种(询

问)方法 ,所获得资料的真实程度 ,肯定仍然低于采取第一种方法(监测)所获得的 、哪怕是定性

的资料。因此 ,仅就社会行为的确定而言 ,我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发展方向 ,既不是继续定性

与定量之争 ,也不是仅仅平面地拼接多种方法 ,而是应该设法从询问走向证实 ,再走向监测。

好在艾滋病迫使一些研究者发明了高招 ,可以供我们借鉴。例如 ,性产业参与双方使用安

全套的频率 ,是防病工作中至关重要的数据。在“询问”了多年却依然莫名其糊涂之后 ,有的研

究者终于开始向“性服务小姐”收购使用过的安全套(Tabrizi et al.,2000),于是“询问”就走向了

“证实” 。再如 , “小姐”每天平均的接客人次 ,也是至关重要的数据 。有的研究者开始时是把

“小姐”的主诉情况与“妈咪”(老鸨)进行核对 ,从“询问”走向“证实” ;然后又观测和记录所有客

人的进出情况 ,于是又走向“监测”(潘绥铭 ,1999:90-102)。

当然 ,仅仅研究行为远远不够 ,而大多数非行为的现象往往又无法监测 ,甚至无法像司法

界那样加以证实 。那么 ,就请在“询问”中高度地强调测谎 ,因为虽然一切测谎手段都不能使我

们知道“真实”究竟是什么 ,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把虚假剔除出去 。我们也就走在从“询问”到

“证实”的半路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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